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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能结构观

林崇德

摘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根基。我国

古代的智能心理学的思想是十分丰富和独特的，其中包括智能结构观。中华传统

文化中的智能结构观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智能发展、认知风格、智能分类和

多元智能四个方面构成的个性结构观；二是由以思维为首的多种成分、感性与理

性、知与行等相统一而构成的认知结构观；三是由思维的目的、材料、过程、监

控、品质和非智力因素构成 “三棱”六成分的、难以穷尽的、动态静态统一的思

维结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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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 《论语》出处来自毛起 《论语章句》，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② 除 《论语》外的诸子论述，如无特别说明，出处全来自 《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陆续出版。

③ 格式塔理论认为，人的心理活动都是先验的 “完形”，即 “具有内在规律的完整的历程”，是先于人的经验而

存在的，是人的经验的先决条件。人所知觉的外界事物和运动都是完形的作用。

在中国特色心理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中，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础。心理学、智能心

理学是由西方传入的，但在西方心理学传入中国之前，我国早就有心理学、智能心理学的思想。笔

者将之定义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能观。我国古代的心理学、智能心理学的思想是十分丰富的，这

些思想虽然是朴实的、思辨性的，有些甚至是带有猜测性的，但直到现在仍然闪烁着人类智慧的

光辉。

所谓智能，即智力与能力。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智能观，与西方和苏联是不同的。它既不是包含

说，即智力是个大概念，智力包含着能力，又不是从属说，即能力是个大概念，智力从属于能力，

而是提出了智力和能力既相对独立又密切联系的思想。这个观点可以上溯至孔子 （前５５１—前４７９，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智能心理学思想反映在 《论语》①中，绵延

未断。正因为如此，故不少名篇，如 《吕氏春秋·审分》《九州春秋》《论衡·实知》②等，均将智与

能结合起来称为 “智能”，其实质就是把智与能一起作为考察人才的标志。

智能的结构，是指智能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以及其关系、组织方式等。这是国内外心理

学界极为关注的一个课题。科学心理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理论 “格式塔” （Ｇｅｓｔａｌｔ）③就是论结构的；

世界上最具影响的心理学家之一皮亚杰 （Ｐｉａｇｅｔ，１８９６—１９８０）是一个 （智能）结构主义者；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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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世纪，斯腾伯格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等人的论著①②③中也显示对智能结构的重视。充分挖掘和发扬光

大优秀而丰富的智能结构的心理学思想，与国际心理学知识体系有机结合，是建立和发展中国心理

学的文化之根。

一、智能的个性结构

在我国，孔子最早提出诸如 “上智—中人—下愚”的智能差异观，强调智能属于个性的思想。

个性 （或人格）既包含人的个体差异，又包含结构的成分。智能个性的结构是差异分类的依据，结

构和分类这两个概念是密切联系的。中华传统文化从智能发展、认知风格、智能分类和多元智能四

个方面来论述智能的个性结构观。

（一）“上智—中人—下愚”的智能发展观

《论语·阳货》：“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雍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语上也。”这些都是对智能发展水平高低的表示，现代智能发展心理学的超常、正常、低常类似

于这种表示，形成 “常态分配曲线”（中间大、两头小）。“不移”一般指较稳固的或比较难改变的现

象，今天的 “智商持衡”理论，不就是孔子的 “不移”吗？孔子的这种智力差异思想，几乎早于智

力差异与智商理论两千五百年。

在春秋战国时期，孟子、荀子有相似的论述。孟子 （前３７２—前２８９）在 《孟子·告子上》中提

出了一个人 “智”与 “不智”的区别。而智与不智的差异从哪里来？由后天学习决定。荀子 （生卒

年月无考，活动年代约前２９８—前２３８）在 《荀子·不苟》中提出的 “通士”“公士”“直士”“悫士”

“小人”，就是在论述包含智能在内的个体差异。

后来不同时期，类似观点在诸子的著作中多处都能见到。《淮南子·修务训》（《淮南子》是汉代

淮南王刘安主持下，于公元前１７９—前１２２年由他的宾客集体撰写）：“知者之所短，不若愚之所修；

贤者之所不足，不若众人之有余。”这既承认有智者与愚者、贤人与一般人的区别，又强调不同智能

者应彼此取长补短。唐代韩愈 （７６８—８２４）以大木、细木的不同用处，比喻人有聪明与笨拙智能之

差及应各尽所能的道理，并在 《昌黎先生集》中提出 “千里马与伯乐”之说，在中华历史上视为至

理。明代王守仁 （号阳明，１４７２—１５２９）充分肯定了孔子的 “上智—中人—下愚”差异及因材施教

的思想，在 《传习录·黄省曾录》中指出：“圣人的心，忧不得人人都做圣人。只是人的资质不同，

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心、性、

资质，是王守仁关于智能的结构及其差异观。

（二）“狂—中行—狷”的认知风格

在处理问题时，有人独立性强，有人依赖性强，有人介于两者中间。这种认知风格的差异，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称为 “狂—中行—狷”。

“狂”“中行”“狷”三词出自孔子的 《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

·４·

①

②

③

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ＲＪ．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ａｂｒｉｅｆ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ｉｒｉｎｔｅ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Ｍ］／／ＳＴＥＲＮＢＥＲＧＲＪ，ＫＡＵＦＭＡＮＪＣ，ＫＡＲＡＭ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ｃｒｅａｔｉｖｉ

ｔｙ，ａｎｄｗｉｓｄｏｍ．Ｂｅｒｌｉ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２０２３：２１４０．

ＪＵＮＩＯＲＪＥＫ，ＳＡＮＴＯＳＰ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ｉ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Ｍ］／／ＡＤＡＭＳＦ，ＰＥＳＳＯＡＪ

ＲＯ，ＫＯＧＬＥＲＪＲＪ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ｃｅｎｔ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ａｎｄｒｅｃｕｒｒｉｎｇ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Ｄｅｌａｗａｒｅ：Ｖｅｒｎ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

１７９１９５．

ＫＲＡＮＺＬＥＲＪＨ，ＦＬＯＹＤＲＧ．Ｗｈａｔｉｓ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ｏｌｅｓｃｅｎｔｓ：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ａｓｅｄ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ｈｅＧｕｉｌｆｏｒｄ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１１２．



取，狷者有所不为也。”何晏在 《论语集解》中引包咸的话说：“狂者进取于善道，狷者守节无为。”

《辞海》把 “狂狷”定义为 “志向高远的人与拘谨自守的人”①。“狂—中行—狷”首先反映的是类似

于现代心理学的外向、中行、内向的个性或人格；也表现在类似于场独立性—介于中间—场依存性

的认知风格上。这样，我们把个体差异与智能过程就统一起来了。过于 “狂”者，在智能活动中，

其独立性特别强，表现出高主体的倾向，这就是过于进取于善道；过于 “狷”者，在智能活动中，

其依赖性特别强，表现出主体缺乏主动，这就是过于守节无为。既然有 “过于”的现象，那么多数

人就是 “中行”了，即属于 “中间型”。孔子的 “狂狷”思想又比威特金 （Ｗｉｔｋｉｎ）“场独立性和场

依存性”认知风格的提出早二千五百多年。

对 “狂”与 “狷”的内涵，评价褒贬不一。“狂”，多指某种外向的人格特征，伴有场独立性的

认知风格特点。《论语·阳货》：“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这是指态度纵情任性，处理事情时刚勇

骄恣，但有时也会产生 “狂人”“狂言”等评价词语。《论语·公冶长》：“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

章，不知所以裁之。”指急于进取而流于疏阔，致行事不切实际。 “狷”，多指某种内向的人格特征，

伴有场依存性的认知风格特点。《论语·集解》中包咸注：“狷者守节无为。”其含义是拘谨守分，洁身

自好，在处理问题时往往谨小慎微。孔子从自己的中庸思想出发，对中行者是特别青睐的②。

后人追随这个学说的不少，最典型的是南宋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他在 《论语集注·子路》中

说：“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盖圣人本欲得中道之人而教之，然既不可得

而徒得谨厚之人，则未必能自振拔而有为也。故不若得此狂狷之人，犹可因其志节而激励裁抑之，

以进于道，非与其终于此而已也。”可见朱熹坚持孔子 “狂—中行—狷”的学说及其倾向。

（三）多种智能分类及其差异观

智能分类是依据智能结构的某些特征，将其归为不同的类别。智能结构是智能分类的依据，智

能分类有助于理解智能结构，通过智能分类可以更清晰地认识不同类别智能结构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最早提出个体智能分类的仍是孔子。在 《论语·公冶长》中，讲到仲由在 “千乘

之国”可以管军政大事，冉求可以在 “千户人口”“百乘之家”当大夫总管，公西赤可以 “束带立于

朝”接待宾客等，说明从政的智能是有区别的，进而证明存在智能类型的差异。

三国刘劭 （生卒年不详）强调智与能相对独立，但都是在 “材”，即人的自然素质的基础上形成的。

他在 《人物志·材理》中提出，才智的实质是 “明理”或 “质于理合”，也就是说，认识事物规律是智

力的重要特征与动能，并提出道理、事理、义理和情理四种个体智力类型。他还在 《人物志·材能》中

提出 “人材不同，能各有异”，并提出自任之能、立法之能、计策之能、人事之能、行事之能、权奇之

能、司察之能和威猛之能八种个体能力类型，具备不同才能的人适合在不同领域任职。③

朱熹针对才能与其他心理现象的关系，提出了 “才与能”“才与情”“才与志”三种关系，类似

分类，也是强调智能的个体差异和结构。《朱子语类·卷五·性理二》：“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

动；才便是那情之会恁地者。情与才绝相近。”“才与情”以 “心动”（心理过程）表现出能力。《朱

文公文集·通鉴室记》：“士之所以能立天下之事者，以其有志而已。然非才则无以济其志，非术则

无以辅其才。”“才与志”以 “志”为动力 （动机）、以 “术”（要领、谋略、技能）为基础展示一个

人的才能。朱熹强调，才、志、术三者统一，才能 “有为于世”，三者也显示人与人之间的类型。

清代的戴震 （１７２４—１７７７）在 《孟子字义疏证·才》中提出了 “才质”“才性”“才美”“才养”

四方面智能的性质，也是一种分类的表示。“才质”是智能的自然素质；“才性”是智能材质与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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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特别是与人格的关系；“才美”对于智能 “本始”而言是善的；“才养”是智能的培养，只有

通过 “养”，才能使智能更美，甚至 “充之至于贤人圣人”。戴震通过 “才质”“才性”“才美”“才

养”，论述了智能及其四种类型的差异。

（四）教育领域呈现的多元智能

《周礼·地官·司徒》阐述六艺含礼、乐、射、御、书、数①。由孔子在晚年整理而被后人称为

“六经”的这些经典，分别具有六种功能：“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

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滑稽列传》）

所谓 “六艺”，就是指中国古代西周时期 （前１０４６—前７７１）官学和春秋时期 （前７７０—前４７６）

孔子私学的六门基本课程，即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同时又指多个领域的智能及其差

异。“礼”是调节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和法律制度。“乐”是陶冶人们内心情感、

满足内在精神需要的综合艺术课。“乐”的内容很广，不仅包括音乐、诗歌和舞蹈，也包括绘画、雕

刻、建筑等造型艺术，甚至连仪仗、田猎、肴馔等都可以涵盖其中。“射”和 “御”都是具有军事训

练目的的课程。“射”指射箭。当时的中国古人作战，弓箭是重要的武器之一，掌握射箭技术是当时

体育运动不可缺少的。“御”指驾车，战车是重兵器，在战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要掌握驾车的技

术，必须学好空间与方向的 “御”这种武艺。 “书” “数”是基础文化课。 “书”指书面语言课程，

“数”指数学—逻辑课程。反映了知人、自知、音乐—艺术、运动、空间、语言—文学、数学—逻辑

的智能。当前国际心理学界比较重视美国加德纳 （Ｇａｒｄｉｎｅｒ）于１９８３年提出的多元智能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理论：语言智能、逻辑—数学智能、知人 （人际关系）智能、自知智能、音乐智能、

身体运动智能和空间智能。②③④ 这与中华文化 “六艺”教育蕴含的智能观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六艺”是否忽视了 “自知”智能？没有。“礼”应该包含 “知人者知、自知者明”以及 “克己复礼”

“仁 （爱人）”⑤ 的思想。多元智能与 “六艺”的相同点是都以因材施教为出发点，都重视评价过程

和学习过程的统一。然而，“六艺”要比加德纳的多元智能早出近三千年，何况多元智能在现实课程

中还处于实验阶段。

二、智能的认知结构

笔者曾在自己的论著中，多次提出智力 （或智能）的认知结构 （见下图１）⑥。这个图中出现的

感知、记忆、思维、想象、言语与操作技能等因素，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文献中要比这个图更丰富。

尽管提法有所区别，但实质基本一致。

（一）以思维为首的 “五事”智能结构

在中国古代，虽不一定用现代心理学的概念，但有类似的提法。《尚书·洪范》篇，旧传为商末

（约三千年前）所作，后来还有人疑为战国时期 （约两千五百年前）的作品。内有 “五事：一曰貌，

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很显然，貌指礼

貌，言是言语，视、听属于感知，思则为思维。可以说，这是中国最早的智能的认知结构思想，于

·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孙诒让．周礼正义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６８９７７２．

加德纳．多元智能 ［Ｍ］．沈致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９．

ＧＡＲＤＮＥＲＨ．Ｆｒａｍｅｓｏｆｍｉｎｄ：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ｌｉｇｅｎｃｅｓ［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８３．

ＧＡＲＤＮＥＲＨ．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ｒｅｆｒａｍｅｄ：ｍｕｌｔｉｐｌｅ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ｌ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Ｂｏｏｋｓ，１９９９．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计算机室．论语数据库 ［Ｍ］．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１９８７．

林崇德．我的智力观 ［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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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智力 （或智能）的认知结构

是产生了 “知虑观”，即探讨感知与思维实质及两者的关系。感知与思维就成了人的认识过程或认知

过程的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今天的智能的认知结构，有着古人思想的烙印。中华传统中

有十分丰富的知虑心理学思想，在 《尚书·洪范》篇的基础上逐步完善智能的认知结构。

北宋王安石 （１０２１—１０８６），关于人之智愚，有 “非生而不可移”观，其强调智能的先天和后天

关系的论述，至今都有科学意义。他的代表作为 《临川集》。《临川集·洪范传》提出：“五事，以思

为主……思所以作圣也。”① 王安石不但肯定了洪范的五事观，而且提出人的智能过程应将思维排在

第一位。《临川集·书洪范传后》：“古之学者，虽问于口，而其传以心；虽听以耳，而其受者意。故

为师者不烦，而学者有得也。”学习不能满足于口问耳听，应该从 “传以心”到 “受者意”，进行深

入思维。这是以思维为首的 “五事”结构观。

在中华文化以思维为首的 “五事”结构观的基础上，不少学者提出了不同的智能因素，进一步

完善智能的结构。例如：《大学》中的 “心不在焉，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关注

了 “注意”；《关尹子》中的 “昔游再到，记忆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关注并明确提出了 “记

忆”与 “遗忘”；北宋张载 （１０２０—１０７７）的 《张载集·张子语录·语录上》中， “若以闻见为心，

则止是感得所闻见。亦有不闻不见自然静生感者，亦缘自昔闻见，无有勿事空感者”，这 “感得所闻

见”，关注了 “表象”，“不闻不见自然静生感者”，关注了 “想象”。

（二）以知—虑为感性与理性关系基础的智能结构

中华文化的知虑观从两个方面来论述感性与理性关系的智能结构。

１．从感性到理性，即从感知到思维的发展

墨子 （生于前４６８—前４５９，卒于前３９０—前３８２）在 《墨子·经上》指出：“知，材也。”感知需

要材，即感官。《墨子·经上》：“知，接也。”感知需要感官与外界相接，即感知或认识是在外界刺

激下产生的。《墨子·经下》：“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感知必须以五路，即五种感官———耳、目、

鼻、口、身为通道，这五种感官是感知从入之路。《墨子·经上》：“虑，求也。”“恕，明也。”虑与

恕都属于思维，思维活动是以求释虑，守恕明理。《墨子·经上》：“言，出举也。”“言，口之利也。”

“信，言合于意也。”思维凭借于言语来实现；言语是在思维调节下的完善；思维与言语的统一才能

信，也就是能符合事实，反映客观世界。从中能看出墨子关于感知与感官、感性与理性、言语与思

维、知虑 （认识）与实际统一的结构观。

南北朝时期的无神论者范缜 （约４５０—５１５年），在代表著作 《神灭论》中有一段问答，写道：

·７·

① 杨家骆．中国学术名著　中国文学名著：临川集 ［Ｍ］．世界书局，１９８８．



“手等亦应能有痛痒之知，而无是非之虑。” “知 （智）即是虑，浅则为知，深则为虑。” “如手足虽

异，总为一人。是非痛痒虽复有异，亦总为一神矣！” “若虑可寄于眼分，眼何故不寄于耳分邪？”

“是非之虑，心器所主。”“心病则思乖，是以知心为虑本。”从中可见范缜的知虑观：感知以手足眼

耳的感官为基础，思维则以 “心器”为本，“心器”是遵循孟子之说 “心之官则思”；感知与思维是

有区别的；感知与思维是密不可分的，形成 “知即是虑”，但 “浅则为知，深则为虑”，感知对于思

维说来是低级阶段；感知与思维构成人的智能 （认识）活动相继统一的结构。

２．理性对感性，即思维对感知的反作用

从 “智能的认知结构”问题讨论 “知虑观”时，我们已经看到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提出 “以

思为主”，把思维排在认识过程的首位，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在阐述思维是在感知基础上产生的。与此

同时，我们又看到思维反过来对感知提高乃至对实践活动的指导功能的论述。

《孟子·告子上》：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

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孟子

把感官所形成的感知与心为器形成的思维的关系，评议为 “小者”与 “大者”的关系，即思维在感

知基础上产生，思维反过来支配感知。

东汉王充 （２７—９７）的 《论衡·薄葬》指出：“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

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开心意”是积极思维，它基于对感知的分析提炼，又指

导感知，以便认知 “以实事为非”。

唐刘禹锡 （７７２—８４２）在 《刘禹锡集·天论》中指出：“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

得形之微者也。”感知有其局限性；智 （思维）如老子所说的 “微明”，也就是揭示事物的内在关系。

这里的 “微”，表现在他自己提出的 “理”“数”“势”中，人有思，掌握了这 “理”“数”“势”，才

能使认知 “与天交胜”。

朱熹 《孟子集注·告子上》指出：“耳司听，目司视，各有所职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心

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而心为大。若能有以

立之，则事无不思，则耳目之欲不能夺之矣，此所以为大人也。”从中看到：耳目感知，是思维的基

础；思维是理性的认识，通过思维，可以产生不受外界刺激限制的 “间接性”的特征；感性与理性

的关系是不能颠倒的。

（三）知与行统一的智能结构

《尚书》提出 “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率先道出知与行的难易问题，认为知晓道理并非难事，

真正困难的是将其付诸实践，初步涉及知行的关系。《左传》中 “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也表达

了类似观点，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孔子将知与行作为修身治国的基础，提出： “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

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他把知与

行紧密联系起来，为后世儒家思想中知行观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朱熹用目与足来形象比喻知和行的关系，称 “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知

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他指出，知与行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同眼睛和

脚的关系，对事理认识越深刻，实践就越坚定，实践越坚定，对事理的认识就越清晰。这进一步深

化了对知行关系的理解。

王守仁的知虑观，强调知行统一。他在 《传习录·徐爱录》中指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

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与行互为前提。《传习录·答欧阳崇一书》：“思曰睿，睿作圣。

·８·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思其可少乎。”王守仁的观点将古代 “知行统一”智能观推向新的高度。这

里，他强调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

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在他看来，知与行本来意义上是合一的，二者不可割裂，

知行的规定相互包含。比如 “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见色时已是好，非

见后立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闻臭时已是恶，非闻后立心去恶。他还认为 “真知即所

以为行，不行不足以谓知”，从道德意识和一般知识活动两方面进行阐述，当 “知”用于德性谓词

时，与 “行”紧密相连，如称某人知孝知弟 （悌），必是其人已行孝行弟 （悌）；对于与感受性相关

的体验之 “知”，也与亲身经验 （行）相关。可见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贯重视知行统一、感知

与理性统一、思维特点与思维功能统一的结构。

对智能的认知结构，通过历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的文献，我们可以看到五彩缤纷、各种各样的

多元成分，丰富着中华传统文化中智能的结构观。

三、智能核心的思维结构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著作中，凡论述知虑问题，必然要涉及 “思”或思维问题，且都

以重墨叙述。前面所举的众多知虑观，几乎都把思维推上智能的核心位置。

１９８６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恩师朱智贤和笔者的 《思惟发展心理学》，在出版前后，中

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思维观，尤其是两位古贤人的思维观对笔者影响深刻，这就是老子和董仲舒。

他们的思维观对我构建思维结构是指南。

老子 （生于前５８１—前５７１，卒于前４７１—前５２０）是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在老子的知虑

观中，用 “明”与 “玄览”表达 “虑”（思维）。“明”，是指认识过程达到 “明理”；“玄览”，是指认

识过程 “深思广虑”或 “深谋远虑”。《老子》第十六章：“知常曰明。”“知常”，指认清事物的普遍

性，即 “虑”（思维）使人明了事物一般的 “理”。《老子》第五十二章：“见小曰明。”“见小”，指看

到事物的现象；“曰明”即通过 “虑”（思维）使人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老子》第三十六章：“是

谓微明。”“微”，指内部或隐蔽难以察觉之处；“明”则由 “虑”（思维）使人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

《老子》第十章：“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排除主观偏见，能达到深思广议的程度，即 “虑”（思维）

有深度、广度、难度，使人有远见卓识，深刻把握事物的全貌。让我们从中看到中华民族文化中思

维含义的典型：思维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的认识活动，是有逻辑、讲规律的认识活动，

是深刻把握全局结构的认识活动。

董仲舒在 《春秋繁露·必仁且知》中谈到 “智”与 “思”的关系①：“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

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故曰：莫急于智。智者见祸福远，其知利害蚤

（早），物动而知其化，事兴而知其归，见始而知其终。言之而无敢哗，立之而不可废，取之而不可

舍。前后不相悖，终始有类，思之而有复，及之而不可厌。其言寡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

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其动中伦，其言当务。如是者，谓之智。”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民族传统文

化中思维的核心位置。思维是有目的、有计划、有假设、有预谋、有反思的认识活动；思维是提出

问题、明确问题，提出假设、验证假设，“终始有类”、把握未来的过程；思维用言语表达出来，“寡

而足，约而喻，简而达，省而具，少而不可益，多而不可损”，是概括成为思维的首要特征。②

笔者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研究思维结构。１９７９年在 “拨乱反正”后中国心理学复苏新生第一

·９·

①

②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２５９．

朱智贤，林崇德．思惟发展心理学 ［Ｍ］．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６．



次学术大会上，经恩师朱智贤推荐，笔者作了题为 《儿童青少年数概念与运算能力的发展———兼论

思维结构》的大会报告，按照自己的教学实践和研究数据，提出了自己最初的思维结构模型。这个

初步展示的思维结构模型，是在思维法则 （监控，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规”）支配下有一定思维方

向 （目的，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志”）、思维材料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 “材”）、思维过程 （中华传

统文化中的 “心动”）的系统。① 这个结构也反映了笔者在学习、掌握一些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思

维结构文献的心得。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恩师朱智贤和笔者组织研究生讨论，又通过对专家和教

师的访谈研究数据 （各因素达到或接近第三 “四分点”，即７５％），提出了下面的思维结构图②，其

内容在国外已经发表，被国内心理学界同行称为 “三棱结构”（见图２）。笔者感谢黄希庭教授等中外

专家对三棱结构的评价③④，尤其是他把陈霖院士的 “拓扑性质知觉理论”和 “三棱结构”视为我国

改革开放三十年心理学的两项原创性成果⑤。应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虑观，对笔者的影响不

小。这个结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知虑观的一种继承和发扬。于是长期以来，

笔者一直在学习古代的学者、先贤的论述，并不断充实、验证自己的三棱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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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三棱结构

（一）三棱结构反映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维结构观

１．思维的目的。思维以提出问题为出发点，它是一种以定向为前提的过程。前面谈的董仲舒

“何谓之智，先言而后当”，以 “规”为前提，就在强调智 （虑）的目的性。中华历代学者，继承孔

子的思想，都强调了 “志”的意义。特别是朱熹，在 《朱子语类》中提出 “志者”，以及 “心之所

之”“心之所向”“心之所发”，决定了思维的目的、动机、定向、决策、适应和预见。

２．思维的材料。常言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说的就是材料的重要性，类似现代心理学的知识或

信息，构成思维的内容。若按 “六艺”，思维材料应该是礼、乐、射、御 （空间或形）、书 （语言）

和数，特别是由国际心理学界取得共识的语言、数、形三种成分组成。按中华文化的知虑观，知的

内容是感性材料，如感知觉、表象等，虑的内容是理性材料，理性材料如董仲舒所述，由于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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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对外物的 “简”（概括），有了材料，还需要一个加工过程，正如 《乐府诗集·捉搦歌》所述：“粟

谷难舂付石臼，弊衣难护付巧妇。”

３．思维的过程。从 《尚书》的 “五事”到 《墨子》的 “五路”“求也”“明也”，再到张载的 “学

贵心悟，守旧无功”，无不在重视思维的加工过程。王夫之 《周易外传·说卦传三》中的 “象合以听

分，数分以听合也”，讲的是分析与综合过程；《尚书引义·说命中》中的 “虚以生其明，思以穷其

隐”，讲的是推理过程。认知心理学讲 “信息加工”，就是这个进程。

４．思维的监控。“监控”“反思”或 “元认知”，可视为同义语，意指以自己的思维活动作为认知

对象而反思，与 《论语·学而》中提的 “吾日三省吾身”，要求 “自我省察”类似。思维为什么有

“反思”“监控”或 “元认知”的成分？因为人有自我意识。所谓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个方面或一

种形式，即作为主体的自我觉知。《关尹子》中的 “意”与 “觉”，正是自我意识，确定思虑为目标，

从而提高思虑的自觉性和正确性。

５．思维的品质。智能是个性，思维是智能的核心，思维 （“虑”）的个体差异就是思维品质。古

代学者重视对思维的探讨。现代心理学的思维品质深刻性类似古代学者的 “明理”“传心”“受意”；

思维的灵活性类似古代学者的 “闻一知二” “举一反三” “一以知十”；思维的创造性类似古代学者

“温故而知新”，“创”“创始”“创造”“首创”等；思维的批判性类似古代学者的 “知其然，知其所以

然”；思维的敏捷性类似古代学者喜欢的 “敏”字，如 《诗·大雅·文王》中 “殷士肤敏”，“敏，痪

也”，就是敏捷。

６．思维中的非智力的因素。在考虑思维乃至智能结构时，既要考虑智力的因素，又要考虑非智

力的因素。这一点，中国古代学者特别重视，孔子是典范。“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兴趣爱好），“好

之者不如乐之者”（愉快情感），“有弗行，行之弗笃，弗措也”（坚持毅力），如前所述的 “不得中行

而与之，必也狂狷乎！”（顾及认知风格和性格）。对思维过程及其发展起到了动力 （“好之者”“乐之

者”）、定型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和补偿 （“勤能补拙”）的三个作用。

（二）中华传统文化强调思维是一个难以穷尽的多元结构

笔者在自己的论著中，提出了思维和智能的结构组成难以穷尽的观点。国际上也是这样。吉尔

福特 （Ｇｕｉｌｆａｄ，１８９７—１９８７）生前强调思维结构的内容 （４种成分）×操作 （５种成分）×结果 （６

种成分）＝１２０种因子结构。① 在他逝世后，他的学生却假定为１８０种或２４０种因子结构。类似情况

不少。为什么思维是一个难以穷尽的多元结构呢？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智能观提出了理由。

１．思维和智能的先天与后天的关系

先天与后天的关系，是各国心理学界都重视的问题，我国古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不但涉及这些

问题，而且论述得也是最早的。“人性”或 “本性”类似于现代心理学的 “心理”，“人性”的先天与

后天的关系，是思维和智能形成与发展中先天与后天关系的基础。孔子在 《论语·阳货》中说道：

“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先天禀赋是差不多的，人的成就和习性不同，则是后天学习

的结果。“上智—中人—下愚”和 “狂—中行—狷”，有先天的 “性”，也有后天的 “习”，既靠教育

和学习，即 “学而知之”，也靠主观的努力，即 “为仁由己”。这为中华文化中智能形成与发展的条

件奠定了理论基础。

墨子在 《墨子·所染》中以染丝为例，来说明人的人性发展是在环境和教育的习染中形成的。

这一思想比西方学者洛克的 “白板说”或 “白纸说”要早一千多年。墨子以此为基础，强调智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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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靠教育与学习。《墨子·经说下》中提到 “智少而不学，必寡”，就是阐明一个人要善于学习，以

丰富知识，增长智能。

思维和智能的先天与后天的关系，给思维结构的先决条件或发展机制带来了复杂性。

２．思维和智能的认知与社会认知的关系

现代认知心理学称其研究对象是智能性质及人是如何思维的。上述我们谈的中华文化的知虑观

或智能观涉及一般认知，而社会认知是对人与人际关系即社会的认知，涉及非智力因素、人格因素

和情感因素。中国古代对社会的认知蕴含着深邃的智能观，这些观点即便历经岁月洗礼，仍散发着

独特的魅力，为我们理解当今社会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源泉。

孔子的思想核心为 “仁”与 “礼”，他对社会认知有独特见解。《论语》作为其思想的重要载体，

记录了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准则，这体现出孔子倡导人与人之间应秉持换位思考、相互

尊重的态度，从而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在教育方面，他主张 “有教无类”，打破了当时贵族对

教育的垄断，认为无论贵贱、贫富，人人都应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种理念极大地推动了知识的传

播与社会的进步，体现出他对提升民众素养以促进社会发展的深刻认知。

老子以其对自然和宇宙规律的深刻洞察，提出 “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思想。在 《道德经》

第六十章①中，老子认为统治者不应过多干预社会的自然发展，应让百姓遵循自然规律自由生活。

他强调 “治大国，若烹小鲜”，就像烹饪小鱼一样，需要掌握火候，不能过度翻动，否则鱼会破碎，

寓意治国须顺应时势 （社会自然规律），避免民苦。这种观点看似消极无为，实则蕴含着尊重社会发

展规律、不过度消耗民力的深刻智慧，旨在追求一种社会的自然和谐与稳定。

韩非子则主张依法治国，他在 《韩非子》中提出 “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强

调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权威性和重要性，必须依靠明确且严格的法律来规范民众，使社会秩序得以

保障，国家得以强大。在他看来，法律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国家发展的有力工具。

思维和智能的认知与社会认知所产生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组成智能各种材料、内容、结

果，并形成多元化的关系，给思维结构的类型、要素、领域和范围带来了复杂性。

３．思维和智能的表层与深层的关系

思维本身对人的心理现象来说是一种深层的成分，然而，思维既然有一种结构，就同样地应区

分为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就智力 （能）与非智力 （能）因素关系而言，只有两者密切结合，使智能有动力作用、定型或

习惯作用、补偿作用，思维才能显示深层结构。就智能的认知与元认知成分的关系而言，认知加工

过程属于表层结构，元认知监控属于深层结构，因为前者是后者反思监控的对象，后者主宰着前者，

后者显示自我意识的参与性。古代学者重视这个问题。

唐末宋初的 《关尹子·五鉴篇》中有两段论述：“意有变，心无变；意有觉，心无觉。”“思者，

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这里，我们不要把意 （意识和自我意识）与心 （包括认知过程的心

理活动）对立起来，“意生于心”，意识是心理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心理活动的高级形式或成分。

意识之所以是心理活动的高级形式，是一有 “变”，二有觉。也就是说，意识具有发展变化的特点，

具有自觉的特点。自我意识是思维自觉性、监控或元认知的基础。思维是一种具有意识的心理活动，

人们运用思维不仅能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与规律，也能觉察自己，进行反思。

（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静态与动态统一的智能结构观

国内外心理学家很少有人提及心理结构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问题，中华文化坚持思维和智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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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态结构与动态结构的统一，思维的三棱结构正是遵循这一贯穿于诸多思想家的理念而构建的。

老子主张 “致虚极，守静笃”，认为在极度的虚静状态下，才能洞察万物的本质与规律。《道德

经》“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体现了他对 “静”的推崇。他认为，万物纷

繁复杂，但最终都会回归到根源，而这个根源就是 “静”。在这种虚静的状态下，人的思维能够摆脱

外界的干扰和杂念，深入思考事物的本质，从而获得更高层次的智慧。这种 “静”并不是静止不动，

而是一种内心的宁静与专注，是为思维的深入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是思维静态结构的体现。

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根据对 “道”的体悟去行动，顺应自然规律，这又体现了动态结构。所以，

老子倡导的 “无为而治”，并非无所作为，而是不刻意妄为，在顺应自然的动态变化中实现治理的目

的，这是基于静思之后的动态实践。

庄子 （名庄周，前３６９—前２８６）追求逍遥自在的精神境界，他的思想充满了灵动与自由。在

《庄子·逍遥游》中，通过鲲鹏的寓言展现了一种突破常规思维的宏大视野。庄子认为，人的思维不

应被世俗的观念和常规所束缚，要像鲲鹏一样，能够超越现实的局限，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地遨

游于精神的世界。这种自由的思维活动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地突破和创新，体现了思维的动态结构。

同时，庄子也强调 “心斋”“坐忘”，即通过内心的斋戒和忘却自我，达到一种虚空宁静的状态，这

是思维能够自由灵动的前提。在 “静”的状态下，排除外界的干扰和内心的杂念，使思维专注于对

道的体悟和对人生的思考，从而为思维的动态发展提供空间和动力。

荀子在 《荀子·儒效》中提出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

之”，强调知识的获取与实践的结合。他认为，思维和智能的发展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来实

现，这体现了动态的过程。《荀子·解蔽》“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指出心要达到 “虚壹而静”

的状态才能更好地认知事物。这里的 “静”是指排除内心的偏见和杂念，保持专注，使思维能够清

晰地认识事物的本质，这是思维的静态结构。而在认识之后，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中，通过实践不断

地检验和完善知识，这又是思维和智能的动态发展过程。

王充在 《论衡·实知》中提出 “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人才的智能是通过学习和实

践不断积累发展的，强调了后天学习和实践的重要性，这是智能发展的动态过程。他在 《论衡·实

知》中也注重理性思考的 “厉心学问”“雕琢其材”。只有在思考的基础上，才能对所学知识进行有

效的整合和运用，进而在实践中不断地提升智能，体现了静结构与动态结构在智能形成与发展过程

中的相互作用。一个人通过学习各种知识 （动态的学习过程），然后在内心进行思考消化 （静的思维

过程），最后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和工作中 （动态的实践过程），不断循环，促进智能的提升。

这些思想家的观点虽然表述不同，但都体现了思维和智能是静结构与动态结构统一的思想。如

果单纯分析思维结构的具体成分，可以将思维结构看成是静态的，但从思维的内在关系和联系上来

说，从思维结构的发展来说，这个结构又是动态的。静态结构是基础，它提供了稳定的思考环境和

深入思考的条件，使人们能够沉淀内心，洞察事物的本质。动态结构则是思维和智能的发展动力，

通过不断地学习、实践、创新，推动思维和智能的不断进步。三棱结构正是这种静态结构和动态结

构的统一。

上述的分析，使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关于思维结构的思想，是古人智慧的结晶，为我

们理解思维和智能的本质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对现代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指

导价值，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传承。

（责任编辑　李　冰）

（英摘下转第７２页）

·３１·


